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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实证研究：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基于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王　兵，侯冰清

摘　要：本文 基 于 Ｄ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模 型，从 强 度 角 度 测 算 了 资 源 环 境 约 束 下 中 国３０个 地 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全要素绿色效率、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其成分，并对影响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

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间，中国全要素绿色效率平均值为０．５７６　１，投入效

应是主要来源；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０．０３２　２，技术进步是提升动力。按东—中—西地区，投入效

应贡献度依次增大，而环境效应贡献度依次减小；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环境效应是导致地区差异性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因素和对外 开 放 等 是 全 要 素 绿 色 效 率 和 生 产 率

的重要影响因素。结合本文结论，绿色发展要想取得新突破，应 着 重 环 境 效 应 的 提 升，同 时 在 技 术 进 步 的 驱

动模式下，加强效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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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５年 《政

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要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也是 “十三

五”规划中加入的一个 “新概念”，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以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动力及

前景成为学术界的一大讨论热点，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近年来各

种资源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雾霾、沙尘暴、ＰＭ２．５等 大 气 问 题 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的 广 泛 关 注。
具体而言，２０１４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达到１　９７４．４万吨，同比下降３．４０％，废气中的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为２　０７８．０万吨，同比下降６．７０％，但仍位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出了环境承载能力。
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 《２０１６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显示，中国的环境绩效在１８０个国家中

排名倒数第二位，环境污染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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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环境状况，抑制粗放发展，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方向。因此，在国内环

境问题日益严峻、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作为主流的今天，科学地评价我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

生产率，客观地分析相关成分来源，能够为未来绿色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启示，对缓解经济增长与资

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效率和生产率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国内外诸多学者借助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发展

绩效、探究经济增 长 的 内 在 动 力。效 率 和 生 产 率 的 测 算，主 要 有 增 长 核 算 法［１］［２］、随 机 前 沿 分 析

法［３］［４］和数据包络分析法［５］。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法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ＤＥＡ）具

有不需预先估计参数，能够避免主观因素、简化运算和减少误差等优点［６］，并且可以对生产率进行

分解，在评价经济绩效方面应用广泛。很多文献利用ＤＥＡ方法从地区、行业等不同层面对效率和

生产率进行测度和分析。早期研究大多使用谢波德距离函数，如Ｆｒｅ等首次运用非参ＤＥＡ方法测

度并分解了１７个ＯＥＣＤ国家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的生产率绩效［７］。Ｚｈｅｎｇ等测算了１９８０—１９９４年间中

国各地区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技术效率［８］。郑京海等对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中国省际技术效率和生

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９］。但上述研究没有考虑资源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社会福利和经济绩

效的评价，得到的政策建议往往也是错误的［１０］。后来，Ｃｈａｍｂｅｒｓ等发展的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标测度方

法［１１］和Ｃｈｕｎｇ等 提 出 的 基 于 方 向 性 距 离 函 数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简 称 ＤＤＦ）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测度方法［１２］，被广泛用于环境效率和生产率领域。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尝试将资源环境纳入效率和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并对中国经济发展绩效

进行了实证研究。Ｍａｎａｇｉ等基于产出距离函数，引入污染物和污染治理费用，从省级层面测算了

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间中国的环境生产率［１３］。Ｈｕ等将污染物作为投入，测度并比较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我

国考虑环境因素下的技术效率和 Ｍ生产率指数［１４］。Ｗａｔａｎａｂｅ等同样基于产出距离函数，测度并比

较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间，中国工业不考虑坏产出和考虑坏产出下的效率［１５］。涂正革将污染物作为坏

产出，运用方向性距离 函 数 计 算 了 中 国３０个 地 区 的 环 境 技 术 效 率［１６］。胡 鞍 钢 等 基 于 距 离 函 数 模

型，对环境因素约 束 下 我 国 省 际 技 术 效 率 进 行 重 新 排 名［１７］。杨 俊 引 入 ＭＬ指 数，测 算 并 分 解 了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地区考虑坏产出情况下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１８］。涂正革等测度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中

国规模以上工 业 企 业 环 境 全 要 素 生 产 率，并 解 析 工 业 的 增 长 源 泉［１９］。陈 诗 一 同 样 采 用ＤＤＦ，对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２０］。孙传旺等利用 ＭＬ指数，测度了碳排放约

束下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２１］。但上述文献存在两

大问题：第一，测算方法是径向或角度的。径向要求两类产出的变动比例相同，在存在投入产出松

弛变量时，会高估效率值［２２］。角度的方法只考虑了投入或产出的某一方面，测算结果也并不准确。
第二，研究生产率时没有考虑到跨期不可行解问题。

为了解决径向和角度问题，Ｔｏｎｅ提出非角度、非径向基于松弛的效率测度方法 （Ｓｌａｃｋ－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简称ＳＢＭ）［２３］，Ｆｒｅ等在ＳＢＭ的基础上发展出更一般化的非 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

函数［２４］。Ｚｈｏｕ等提出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Ｎｏｎ－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简称ＮＤ－
ＤＦ），允许两类产出的增减比例不同［２５］。此后，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 行 拓展。如李静引入ＳＢＭ
模型，测算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我国考虑环境和不考虑环境下的技术效率水平，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

技术效率较低，污染造成了一定程 度 的 效 率 损 失，同 时 对 环 境 效 率 的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实 证 研 究［２６］。
王兵等运用ＳＢＭ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间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并对环境效率和生

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东部的环境绩效表现最好，人均ＧＲＰ、ＦＤＩ等对两者都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２７］。宋马林等基于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测算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效率，并利用

分位数和ＯＬＳ分析对外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发现我国环境效率值总体偏低并呈现轻微下降趋

势，外贸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贸易总额较大的东部 环 境表 现 较好［２８］。董敏杰等将考虑松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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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损失测度法与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标结合，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行分解，发现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中国

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污染治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２９］。Ｚｈａｎｇ等采用ＮＤＤＦ，

探究中国电力行业的全要素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３０］。为解决不可行解问题，学者提出不同的生产

边界构造方法。Ｌｙｎｄｅ等构造时间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Ａ模型，分析１９６６—１９９０年间英国制造业

效率和生 产 率 的 变 化［３１］。Ｏｈ将 ＤＤＦ与 全 局 （Ｇｌｏｂａｌ）生 产 边 界 相 结 合，构 造 Ｇ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３２］。Ｐａｓｔｏｒ等提出两期技术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来解决不可行解

问题［３３］。国内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实践。田银华等运用序列ＤＥＡ方法，测算并分解了环境约束下

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我国ＴＦＰ增长的源泉［３４］。刘瑞翔等基于全局技术，

结合ＳＢＭ方向性距离函数和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标，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绩效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出现下滑趋势，且在投入产出要素中，经济发展对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最大［３５］。齐亚伟将ＳＢＭ模型和ＧＭＬ结合，测算并分解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我国各省的环境

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环境无效率普遍存在且具有地区差异性，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

于技术进步［３６］。王兵等采用两期ＤＤＦ，基于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标的双重分解，研究资源约束下节能减

排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节能减排是提升生产率的核心动力，且技术进步推动了生

产率的增长［３７］。Ｚｈａｎｇ等考虑松弛变量和不可行解问题，基于 ＮＤＤＦ，构 造衡量全 要 素 二 氧 化 碳

排放绩效的动态指标，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３８］。上述很多研究均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分

解，但多是按照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３４］，或是按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纯技术进步和技术

规模变化进行分解［３６］，思路局限于传统模式，而从投入产出角度分解［２９］［３７］，考虑投入利用效率和

污染排放效率的文献相对较少。
此外，现有文献对环境绩效的定义很不统一。杨俊等定义当保持投入和好产出不变时，坏产出

能够减少的比例为环境技术效率；涂正革［１６］和胡鞍钢等［１７］将环境效率视为投入不变，好产出增加

同时坏产出减少的潜力；曾贤刚［６］和李静［２６］则是在好产出增加，投入和坏产出都减少的情况下定

义环境效率。而考虑环境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环境全要素生产率［２７］、环境敏感性全要素生产率［４６］和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２０］［３７］等不同的表述方式。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研究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及来源分解的文献进行拓展：（１）为了

避免径向、角度及不可行解的问题，本文结合全局技术和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从强度角度，构

造包含所有投入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效率的 “全要素绿色效率”，用来衡量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该方法更具有可比性；（２）在全要素绿色效率的基础上，构造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并从传统二分法

和多要素分解法两个角度进行分析；（３）对影响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

行实证研究。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第四

部分是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是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环境生产技术

本文将中国３０个省份作为全部决策单元，并假设每个决策单元ｊ＝１，２，…，Ｊ，均使用Ｍ种投入

ｘ＝ （ｘ１，…，ｘｍ）∈ＲＭ＋，生产Ｎ 种期望产出ｙ＝ （ｙ１，…，ｙｎ）∈ＲＮ＋ 和Ｋ种非期望产出ｂ＝ （ｂ１，…，

ｂｋ）∈ＲＫ＋。根据Ｆｒｅ等［３９］构造的投入和两类产出之间的环境生产技术，结合有界闭集、期望产出

和投入的强可处置性、产出弱可处置性以及零结合公理，在规模报酬不变时，运用数据包 络 分 析

（ＤＥＡ）将生产可能集合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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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ｚｔｊ 为强度变量，约束条件中等号表示产出的弱可处置性，意味着非期望产出的减少是

需要付出代价的，也可将 （１）式称为弱可处置性环境技术。
（二）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ＮＤＤＦ能够分别设置各个要素的松弛向量，允许各要素的增减方向和比例均不相同。研究生产

率时，全局技术生产前沿构造法既能够避免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同时具有可循环累加性。本文结

合Ｚｈｏｕ等［２５］和Ｐａｓｔｏｒ等［３３］的研究成果，构建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ｎ－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简称ＧＮＤＤＦ）：

ＮＤ
→
Ｇ（ｘ，ｙ，ｂ；ｇｘ，ｇｙ，ｇｂ）＝ｓｕｐ｛ωＴβ：（ｘ－βｘｇｘ，ｙ＋βｙｇｙ，ｂ－βｂｇｂ∈Ｐ（ｘ））｝ （２）

其中，ωＴ＝ （ωｘ，ωｙ，ωｂ）Ｔ 为权重向量，表 示 各 要 素 的 相 对 重 要 性，可 根 据 具 体 研 究 侧 重 来

预先设定。本文假设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同等重要，则三者权重均为１／３，而投入分为资

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期望产出为地区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又分为ＳＯ２ 和ＣＯＤ，因此，选取

权重向量ωＴ＝ （１／９，１／９，１／９，１／３，１／６，１／６）Ｔ；β＝ （βｘ，βｙ，βｂ）
Ｔ ≧０为 松 弛 变 量，表 示 要

素变动的比例；ｇ＝ （ｇｘ，ｇｙ，ｇｂ）为方向向量，表示各要素变化的方向，本文选取ｇ＝ （－ｘ，ｙ，

－ｂ），因为它可以将投入压缩、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三种条件同时纳入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以下线

性规划来求解ＧＮＤＤＦ：

ＮＤ
→
Ｇ（ｘｔ，ｙｔ，ｂｔ；ｇｘ，ｇｙ，ｇｂ）＝ ＭａｘωＫβ

Ｇｔ
Ｋ ＋ωＬβ

Ｇｔ
Ｌ ＋ωＥβ

Ｇｔ
Ｅ ＋ωＹβ

Ｇｔ
Ｙ ＋ωＣβ

Ｇｔ
Ｃ ＋ωＳβ

Ｇｔ
Ｓ

ｓ．ｔ．　∑
Ｊ

ｊ＝１
∑
Ｔ

ｔ＝１
ｚｔｊＹ

ｔ
ｊ≥ （１＋β

Ｇｔ
Ｙ ）Ｙ

ｔ
ｊ，∑

Ｊ

ｊ＝１
∑
Ｔ

ｔ＝１
ｚｔｊＫ

ｔ
ｊ≤ （１－β

Ｇｔ
Ｋ）Ｋ

ｔ
ｊ，

∑
Ｊ

ｊ＝１
∑
Ｔ

ｔ＝１
ｚｔｊＬ

ｔ
ｊ≤ （１－β

Ｇｔ
Ｌ）Ｌ

ｔ
ｊ，∑

Ｊ

ｊ＝１
∑
Ｔ

ｔ＝１
ｚｔｊＥ

ｔ
ｊ≤ （１－β

Ｇｔ
Ｅ）Ｅ

ｔ
ｊ， （３）

∑
Ｊ

ｊ＝１
∑
Ｔ

ｔ＝１
ｚｔｊＣ

ｔ
ｊ ＝ （１－β

Ｇｔ
Ｃ）Ｃ

ｔ
ｊ，∑

Ｊ

ｊ＝１
∑
Ｔ

ｔ＝１
ｚｔｊＳ

ｔ
ｊ ＝ （１－β

Ｇｔ
Ｓ）Ｓ

ｔ
ｊ，

ｚｊ≥０；ｊ＝１，２，…，Ｊ；β
Ｇｔ
Ｋ ≥０，β

Ｇｔ
Ｌ ≥０，β

Ｇｔ
Ｅ ≥０，β

Ｇｔ
Ｙ ≥０，β

Ｇｔ
Ｃ ≥０，β

Ｇｔ
Ｓ ≥０

同理，可构建ｔ＋１期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和ｔ、ｔ＋１期当期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并

通过求解线性规划得到四种距离函数值。
（三）绿色发展绩效指标

１．全要素绿色效率 （ＧＥＩ）。Ｚｈｏｕ等首次将能源绩效定义为实际效率与潜在效率之比，ＣＯ２ 排

放绩效定义为潜在强度和实际强度之比［２５］。Ｚｈａｎｇ等在此基础上，考虑所有投入的利用效率和碳

排放效率，构造全效率指标［３０］。求解 （３）式得到每个决策单元松弛变量的最优解βｊ＝ （βｊＫ，βｊＬ，

βｊＥ，βｊＹ，βｊＣ，βｊＳ）
Ｔ，构造投入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效率：

ＸＥＩｊ ＝
Ｙ／Ｘ

（Ｙ＋βＹＹ）／（Ｘ－βＸＸ）
＝１－βｊＸ１＋βｊＹ

，ｊ＝１，２，…，Ｊ；Ｘ＝Ｋ，Ｌ，Ｓ．

ＢＥＩｊ ＝
（Ｂ－βＢＢ）／（Ｙ＋βＹＹ）

Ｂ／Ｙ ＝１－βｊＢ１＋βｊＹ
，ｊ＝１，２，…，Ｊ；Ｂ＝ＣＯＤ，ＳＯ２．

（４）

不同于传统文献直接将要素的潜在增减比例 作 为效 率或 无 效率，本文将全要素绿色效率ＧＥＩ
定义为所有投入要素利用效率和所有污染物排放效率的加权平均，如 （５）式所示。ＧＥＩ的值介于

０和１之间，值越大说明效率越高，当ＧＥＩ等于１时，被评价的决策单元位于生产前沿边界上，效

率达到最高水平。

ＧＥＩｊ ＝
１
５
（ＫＥＩｊ＋ＬＥＩｊ＋ＥＥＩｊ＋ＣＥＩｊ＋ＳＥ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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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１－βｊＫ
１＋βｊＹ

＋１－βｊＬ１＋βｊＹ
＋１－βｊＥ１＋βｊＹ

＋１－βｊＣ１＋βｊＹ
＋１－βｊＳ１＋βｊ（ ）Ｙ

＝
１－１５

（βｊＫ ＋βｊＬ ＋βｊＥ ＋βｊＣ ＋βｊＳ）

１＋βｊＹ
，ｊ＝１，２，…，Ｊ． （５）

２．全要素绿色生产率 （ＭＧＥＩ）。Ｚｈａｎｇ等［４０］定义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ＣＯ２ 绩效指标，测度了全要素

二氧化碳生产率。本文结合ＧＮＤＤＦ，首先构建各要素绩效的动态变化指标，如 （６）所示，ＭＫＥＩ
代表在全局技术下，ｔ到ｔ＋１时期资本绩效的动态变化，即资本生产率指数。其次，根据ＧＭＬ指

数的分解，将ＭＫＥＩ分解为效率改善 （ＥＣ）和技术进步 （ＴＣ）两部分。

ＭＫＥＩｊ ＝
ＫＥＩＧｊ（ｔ＋１）
ＫＥＩＧＪ（ｔ）

＝

１－β
Ｇｔ＋１
ｊＫ

１＋β
Ｇｔ＋１
ｊＹ

１－β
Ｇｔ
ｊＫ

１＋β
Ｇｔ
ｊＹ

＝
ＫＥＩｔ＋１ｊ （ｔ＋１）
ＫＥＩｔｊ（ｔ［ ］） ＊

ＫＥＩＧｊ（ｔ＋１）／ＫＥＩ
ｔ＋１
ｊ （ｔ＋１）

ＫＥＩＧｊ（ｔ）／ＫＥＩ
ｔ
ｊ（ｔ［ ］）

＝ＥＣｊＫ＊ＴＣｊＫ （６）
同理，可对其他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进行构造及分解。对各个要素生产率指数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到增长率的近似值，则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近似增长率 ＭＧＥＩｊｄｏｔ可定义为各个要素增长率的算

术平均：

ＭＧＥＩｊｄｏｔ＝
１
５
（ｌｎ　ＭＫＥＩｊ＋ｌｎ　ＭＬＥＩｊ＋ｌｎ　ＭＥＥＩｊ＋ｌｎ　ＭＣＥＩｊ＋ｌｎ　ＭＳＥＩｊ）

＝ １５
（ｌｎＥＣｊＫ ＋ｌｎＥＣｊＬ ＋ｌｎＥＣｊＥ ＋ｌｎＥＣｊＣ ＋ｌｎＥＣｊＳ）

　＋１５
（ｌｎＴＣｊＫ ＋ｌｎＴＣｊＬ ＋ｌｎＴＣｊＥ ＋ｌｎＴＣｊＣ ＋ｌｎＴＣｊＳ） （７）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３０个省份 （除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划分为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①。相 关 投 入 产 出 数 据 的 时 间 跨 度 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３② 年。所 有 数 据 均 来 自 历 年

《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少量残缺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投入产出变量的具体选择

情况如下：
投入变量。本文假定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 （Ｌ）、资本 （Ｋ）和能源 （Ｅ）三种投入要素。在衡

量劳动时，没有直接选取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变量，而是考虑劳动质量问题，选取各省份以平均受

教育年限加权后的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选取各省份折合成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

源投入；此外，大多数文献计算资本存量时使用的是永续盘存法［４１］，因此，本文中各省份历年资

本存量根据公式Ｋｊ，ｔ ＝Ｉｊ，ｔ＋（１－δｊ，ｔ）Ｋｊ，ｔ－１ 得到，其中Ｋｊ，ｔ表示地区ｊ第ｔ年的资本存量，Ｉｊ，ｔ表示

地区ｊ第ｔ年的投资额，δｊ，ｔ是折旧率，本文采用吴延瑞［４］估算的各个省份的折旧率。
产出变量。现有文献中通常使用地区 生产总值或者工业增加值来作为期望产出，本 文 以 中 国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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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１１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

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８个省份；西部 地 区 包 括 内 蒙 古、广 西、贵 州、云 南、四 川、重 庆、陕 西、甘 肃、青 海、宁 夏、

新疆１１个省份。

选取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时间跨度的原因：重庆１９９７年从四川划分出来成为直辖市，并且 国 家 从１９９８年 起 开 始 公 布 非

期望产出的数据，因此选择１９９８年为时间起点。２０１４年之后能源消费量统计口径有所变动，因此选择２０１３年为时间终点。



３０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选择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各省份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作为期望产

出，并将其换算为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不变价；现有文献通常选取工业 “三废”、ＣＯ２、ＳＯｘ、ＣＯＤ
等污染物代表非期望产出，如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等［１５］、杨俊等［１８］、涂正革等［１９］选取的污染物是ＳＯ２；陈

诗一［４２］选取ＣＯ２ 作为非期望产出；李静［２６］选用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三种污染物；

Ｏｈ［３２］选取ＣＯ２ 和ＳＯｘ 作为非期望产出。“十一五”将ＳＯ２ 和ＣＯＤ作为污染减排目标，考虑到数据

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ＳＯ２ 和ＣＯＤ两种污染物代表非期望产出。
表１给出上述指标的统计性描述。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总量还是污

染排放总量上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就平均增长率来看，东部地区两种污染物的平均增长率均为

负值，在三大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的减排效果十分显著。中部地区ＧＤＰ的平均增

长率最低，污染物的减排效果次于东部。西部地区经济平均增长水平虽然最高，但经济增长伴随着

资本和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并且污染物排放量的平均增长率也处于最高水平。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全国及区域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区域 变量 ＧＤＰ　 Ｋ　 Ｌ　 Ｅ　 ＣＯＤ　 ＳＯ２

平均值 ７　１２８　 ２０　６１１　 １９　９４５　 ９　３２８　 ４４６　２６０　 ７２４　２０２
最大值 ４６　５２１　 １２４　８０２　 ６０　０３０　 ３９　４２３　 １　４７４　９５３　 ２　２５８　８８４

全国 最小值 ２２４　 ９５３　 １　３５７　 ４０７　 ３１　８８７　 １９　９６１
标准差 ７　２５１　 ２０　４５２　 １３　５６３　 ７　１３８　 ２７２　９５５　 ４５３　０２０

平均增长率 １１．６７　 １４．８７　 ３．４５　 ８．６２ －０．９８　 ０．７４

平均值 １１　４２３　 ３０　７５０　 ２２　９８３　 １２　２３６　 ４９２　３６３　 ７４４　０２１
最大值 ４６　５２１　 １２４　８０２　 ６０　０３０　 ３９　４２３　 １　４７４　９５３　 ２　２５８　８８４

东部 最小值 ４４５　 １　６６１　 ２　３７３　 ４０７　 ６６　０００　 １９　９６１
标准差 ９　４７２　 ２５　９５７　 １５　７２２　 ９　１４０　 ３１４　１７８　 ５４８　０４１

平均增长率 １１．６８　 １４．２５　 ４．２０　 ８．４５ －２．４５ －０．９７

平均值 ６　３２０　 １８　５３９　 ２４　５８８　 ９　５１２　 ５２８　０９１　 ７１４　５９６
最大值 ２１　３５５　 ９３　３１２　 ５７　１３２　 ２４　７５６　 ９３２　９１１　 １　６２４　０００

中部 最小值 １　５７３　 ３　３０３　 ９　１８９　 ２　０２８　 ２５７　７００　 ２６５　１６７
标准差 ４　０３７　 １５　３２５　 １１　８９５　 ５　０８８　 １６０　１３２　 ３７３　２７６

平均增长率 １１．４１　 １５．１７　 ２．９３　 ７．６２ －１．２６　 １．３５

平均值 ３　４２０　 １１　９７９　 １３　５３０　 ６　２８５　 ３４０　６４３　 ７１１　３７０
最大值 １８　０６４　 ５３　７７７　 ４１　７０９　 ２２　６５７　 １　１１９　０００　 １　９２７　９４６

西部 最小值 ２２４　 ９５３　 １　３６６　 ７３９　 ３１　８８７　 ３１　０３０
标准差 ３　０８４　 １０　９２１　 ９　３４０　 ４　３９４　 ２６１　４５３　 ３９９　５５１

平均增长率 １１．８６　 １５．２７　 ３．０９　 ９．５０　 ０．６８　 １．９９

　　注：ＧＤＰ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Ｋ代表资本存量，单位亿元；Ｌ代表劳动 质 量；Ｅ代 表 能 源，单 位 万 吨

标准煤；ＣＯＤ代表化学需氧量，单位吨；ＳＯ２ 代表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吨。平均增长率 是 先 计 算 各 省 市 各 指 标 的 几

何平均增长率，然后进行地区均值计算，单位％。

四、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投入、产出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测算出研究

期间全国、区域及各地区的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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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所有计算均应用ＧＡＭ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软件。



（一）全要素绿色效率分析

表２报告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绿色效率及其成分的平均值。研究期间，我国全

要素绿色效率的平均值为０．５７６　１，在投入和环境两类效应中，投入贡献较大，与投入相关的效率

具体数值为０．３９７　９，约占效率值总量的６９．０６％。在投入的三项子因素中，传统要素资本的利用

效率为０．１６４　６，在投入效应中占比最高，而劳动和能源效率相差不大，分别为０．１１４　６和０．１１８　６。
与投入相比，环境效应表现较差，环境因素产生的效率值仅为０．１７８　２，占总量的３０．９４％。本文

选择ＣＯＤ和ＳＯ２ 来代表环境，发现ＣＯＤ排放效率优于ＳＯ２。以上结果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

下，中国全要素绿色效率与前沿面存在一定距离，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全要素绿色效率主要来

源于投入效应，环境效应的贡献度较低。

表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绿色效率及其成分的平均值

地区
全要素

绿色效率
投入

其中

资本 劳动 能源
环境

其中

ＣＯＤ　 ＳＯ２
北京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天津 ０．７６０　６　 ０．５２５　２　 ０．１８３　４　 ０．１９１　９　 ０．１４９　８　 ０．２３５　４　 ０．１４０　２　 ０．０９５　２
河北 ０．５０６　８　 ０．３６８　６　 ０．１８２　０　 ０．１０３　６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３８　２　 ０．０９３　１　 ０．０４５　１
山西 ０．３９１　０　 ０．２８１　６　 ０．１３６　７　 ０．０９６　７　 ０．０４８　２　 ０．１０９　４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２４　４

内蒙古 ０．４７４　７　 ０．３４８　７　 ０．１６２　３　 ０．１１７　５　 ０．０６８　９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９７　４　 ０．０２８　７
辽宁 ０．６２２　９　 ０．４４６　９　 ０．１９２　６　 ０．１５５　４　 ０．０９９　０　 ０．１７５　９　 ０．１０８　５　 ０．０６７　４
吉林 ０．５２９　８　 ０．３９６　６　 ０．１７６　３　 ０．１１６　４　 ０．１０３　９　 ０．１３３　２　 ０．０６２　１　 ０．０７１　０

黑龙江 ０．６４０　６　 ０．４４５　７　 ０．１９５　１　 ０．１４０　４　 ０．１１０　２　 ０．１９４　８　 ０．０９１　７　 ０．１０３　１
上海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江苏 ０．７７３　９　 ０．５２５　２　 ０．１９０　６　 ０．１５８　９　 ０．１７５　６　 ０．２４８　７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０７　７
浙江 ０．７６８　２　 ０．５３７　１　 ０．１９７　３　 ０．１６６　８　 ０．１７３　０　 ０．２３１　１　 ０．１２７　５　 ０．１０３　６
安徽 ０．５４４　２　 ０．３８７　０　 ０．１９３　２　 ０．０６８　３　 ０．１２５　５　 ０．１５７　２　 ０．０８２　６　 ０．０７４　７
福建 ０．８４９　６　 ０．５５６　３　 ０．１９９　６　 ０．１６６　４　 ０．１９０　３　 ０．２９３　３　 ０．１３９　３　 ０．１５４　０
江西 ０．５１１　７　 ０．３８９　７　 ０．１７０　１　 ０．０７３　３　 ０．１４６　３　 ０．１２１　９　 ０．０６３　２　 ０．０５８　８
山东 ０．６４３　０　 ０．４４２　４　 ０．１９３　９　 ０．１２１　７　 ０．１２６　７　 ０．２００　６　 ０．１３６　７　 ０．０６３　９
河南 ０．４９８　３　 ０．３６１　７　 ０．１８０　６　 ０．０７０　２　 ０．１１０　９　 ０．１３６　６　 ０．０８４　５　 ０．０５２　１
湖北 ０．４９４　４　 ０．３６１　８　 ０．１７８　２　 ０．０７７　９　 ０．１０５　７　 ０．１３２　６　 ０．０６６　３　 ０．０６６　３
湖南 ０．４９９　６　 ０．３６３　７　 ０．１６８　６　 ０．０７５　９　 ０．１１９　２　 ０．１３５　８　 ０．０６８　５　 ０．０６７　３
广东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广西 ０．４１２　０　 ０．３３０　３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６５　５　 ０．１３０　９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３７　２　 ０．０４４　５
海南 ０．８３８　５　 ０．５３８　５　 ０．１９６　２　 ０．１５８　４　 ０．１８３　９　 ０．３００　０　 ０．１２７　７　 ０．１７２　２
重庆 ０．５０８　３　 ０．３９１　５　 ０．１７９　４　 ０．０９５　９　 ０．１１６　２　 ０．１１６　８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３１　８
四川 ０．４６６　９　 ０．３３５　２　 ０．１５６　２　 ０．０７５　６　 ０．１０３　４　 ０．１３１　７　 ０．０７４　７　 ０．０５７　０
贵州 ０．２８９　７　 ０．１９８　９　 ０．０９１　８　 ０．０５７　７　 ０．０４９　４　 ０．０９０　８　 ０．０７７　３　 ０．０１３　６
云南 ０．４３２　３　 ０．３１１　１　 ０．１４０　６　 ０．０７４　３　 ０．０９６　３　 ０．１２１　２　 ０．０７２　６　 ０．０４８　５
陕西 ０．４０９　９　 ０．２９６　４　 ０．１１６　０　 ０．０７７　７　 ０．１０２　６　 ０．１１３　６　 ０．０７８　９　 ０．０３４　７
甘肃 ０．４０４　１　 ０．２６４　８　 ０．１２６　５　 ０．０６８　７　 ０．０６９　６　 ０．１３９　４　 ０．１０３　７　 ０．０３５　７
青海 ０．３５９　２　 ０．２３４　９　 ０．０９９　８　 ０．０８０　５　 ０．０５４　６　 ０．１２４　３　 ０．０６８　７　 ０．０５５　５
宁夏 ０．２５４　６　 ０．１９９　０　 ０．０７９　３　 ０．０７９　３　 ０．０４０　５　 ０．０５５　７　 ０．０３８　３　 ０．０１７　４
新疆 ０．３９８　９　 ０．２９８　１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０４　５　 ０．０７４　６　 ０．１００　８　 ０．０６０　６　 ０．０４０　２
东部 ０．７９６　７　 ０．５２１　８　 ０．１９４　２　 ０．１６５　７　 ０．１６１　９　 ０．２７４　８　 ０．１４６　７　 ０．１２８　１
中部 ０．５１３　７　 ０．３７３　５　 ０．１７４　９　 ０．０８９　９　 ０．１０８　７　 ０．１４０　２　 ０．０７５　５　 ０．０６４　７
西部 ０．４０１　０　 ０．２９１　７　 ０．１２７　７　 ０．０８１　５　 ０．０８２　４　 ０．１０９　３　 ０．０７２　２　 ０．０３７　１
全国 ０．５７６　１　 ０．３９７　９　 ０．１６４　６　 ０．１１４　６　 ０．１１８　６　 ０．１７８　２　 ０．１００　４　 ０．０７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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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区域而言，全要素绿色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间，全要素绿色效率

总体表现由东到西递减的阶梯式分布。东部地区全要素绿色效率值达到０．７９６　７，位于三大地区的

最高水平。而中、西部 地 区 的 效 率 明 显 较 低，分 别 为０．５１３　７和０．４０１　０，拉 低 了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这与李静［２６］的研究结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之间全要素绿色效率的来源成分有所差异。

东部地区在投入和环境效应两方面的绝对值均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从贡献度来看，东、中、

西地区投入的贡 献 度 分 别 为６５．５０％、７２．７１％和７２．７５％，而 中、西 部 的 环 境 效 应 贡 献 度 相 对 较

低。以上分析说明，环境效应低下是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绿色效率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中、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有待提升，应学习借鉴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注意提升投入利用效

率的同时，更应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增强环境效应，从而减少与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

从地区角度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１１个地区的全要素绿色效率依次不同程度地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１０个属于东部地区，再次说明了东部地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国水平。其

中，北京、上海和广东在研 究 期 间 所 有 年 份 的 全 要 素 绿 色 效 率 值 均 为１，始 终 处 于 生 产 前 沿 边 界

上，是评价其他各省绿色发展绩效的基准。黑龙江省全要素绿色效率值达０．６４０　６，而同处中部的

山西仅为０．３９１　０，在所有省市中排名倒数第４，说明中部地区部分省市 之间发展 不平衡。山西尽

管资源丰富，但存在开发过重和资源利用无效率现象，同时忽视了环境保护，造成该地区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而西部地区排名普遍靠后，处于西部领先的重庆，全要素绿色效率平均值

为０．５０８　３，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观察发现，效率的高低与地理位置相关，大体呈现毗邻

省份之间高—高，低—低的现象，也就是全要素绿色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这与

齐亚伟［３６］的研究结论相似。从效应贡献度的角度来看，排名较低地区的环境效应对全要素绿色效

率的贡献较低，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将经济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缺乏对环境效率的改善。
（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分析

与效率指标不同，生产率指数是一种动态测算方法，能够更有效地反映各决策单元与生产边界

最大可能相对位置的变化 （效率变化）和生产边界的移动 （技术进步）。本文首先测算各个要素的

生产率指数，然后通过取对数后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到全要素绿色生产率近似增长率。

１．我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其驱动因素。表３是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其成

分的平均值。从平均层面来看，研究期间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０．０３２　２，其中，技术进

步年均增长０．０４１　７，而效率变化为－０．００９　４，说明推动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是技术进步，而

效率恶化的负效应阻碍了全要素 绿 色 生 产 率 的 增 长，这 与 王 兵 等［２７］、刘 瑞 翔 等［３５］结 论 一 致①。就

要素效应而言，环境效应增长了０．０２１　５，占总体的６６．７７％，是促进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

要驱动因素，其中ＣＯＤ的贡献优于ＳＯ２，且两种环境效应的增强均源于技术进步。在投入效应中，

劳动对投入效应的贡献度最大，能源次之，而资本效应几乎为零，对促进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

贡献很小，说明资本利用效率在研究期间内没有明显提高。近年来，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恶化带来

的不良后果，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并通过自主研发和外在引进大批先进的减排治污技术，

提升污染排放生产率，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促进环境效应的增强，但效

率恶化在一定程度说明技术吸收扩散的效果欠佳。

—１３—

王　兵，等：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绩效实证研究：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基于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① 数值结果相差的可能原因：一是与以往文献构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不同，本文是从强度的角度先构造各个要素的

生产率指标，然后进行取对数后平均加权得到的。二是选取的污染物不同引起的差异。



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其成分的平均值①

投入效应 环境效应

Ｋ　 Ｌ　 Ｅ　 ＣＯＤ　 ＳＯ２

ＭＧＥＩ　 ０．０３２　２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３　７　 ０．０１２　７　 ０．００８　８
ＥＣ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３　９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１　８
ＴＣ　 ０．０４１　７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１０　８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１７　９　 ０．０１０　６

２．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区域差异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明 显 的地 区差异，因此探究全要素绿

色生产率及其成分的地区异质性有助于评价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能力，对制定区域性政策也具有现

实借鉴意义。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间全要素绿色 生 产 率 平 均 增 长 率 呈 东—中—西 依 次 递 减，其 中 东 部 地

区增长势头最强，年均增长０．０４３　４，高于全国０．０３２　２的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绿色

生产率表现欠佳，分别增长了０．０３１　８和０．０２１　３。从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的角度 来看，三大地区

均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恶化的单因素推动类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技术进步方面明显

落后。东部在污 染 治 理 技 术 的 研 发 和 吸 收 方 面 往 往 扮 演 先 进 者 的 角 色，而 其 他 地 区 更 多 是 学 习

者［２９］。从要素来源来看，东部地区环境效应 贡 献 了６９．６８％，是 全 要 素 绿 色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核 心 动

力，而西部地区投入效应的贡献度在三大地区中居于首位。具体来说，按东—中—西地区，投入效

应贡献度依次增大，环境效应贡献度依次减小。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过度依赖投入要素，污

染排放生产率增长动力不足。但就绝对值来看，三大地区投入效应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而环境效

应的区域差异远大于投入效应，说明投入利用生产率并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地区差

异性主要由环境效应决定。东部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和环境协调发

展的重要性，并且东部在环境治理的政府支持，研发投入，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应用以及高素

质的人力资本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其次，近年来东部地区推行 “腾笼换鸟”，大力发展高端先进产

业，污染性产业呈现出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４５］，这可能也是导致中、西部

环境效应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图１反映了我国三大地区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技术进步

和效率改善的分布情况。首先，东部地区虽然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率处于三大地区中最高水平，

图１　三大地区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成分的分布情况

但其内部差异最大，说明该地区之间可能存在 “马太效应”，而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地区内部技

术进步的差异较大。近年来，北京、上海、天津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而同

处东部的福建、海南等地区较为落后，在政策环境、Ｒ＆Ｄ投入以及技术的研发和吸收方面处于劣

势，２０１５年 全 国 科 技 经 费 投 入 统 计 公 报 显 示，北 京、上 海、天 津 的 Ｒ＆Ｄ经 费 投 入 强 度 达 到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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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文章的篇幅，历年具体结果没有列出，读者如有需要，可联系索取。



６．０１％、３．７３％和３．０８％，位 居 所 有 省 市 的 前 三 位，而 福 建 和 海 南 Ｒ＆Ｄ 经 费 投 入 强 度 仅 为

１．５１％和０．４６％，远低于全国２．０７％的平均水平，其科技水平仍有很大进步空间。中部地区虽然

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水平与先进地区有很大差距，但区域内部发展比较平衡，增长率分布较为集

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情况最差，且在效率改善方面地区内部差异明显，说明西部

地区不同省市在技术吸收和推广方面的能力存在较大差距。

３．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动态分析。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变化，本文将样本

期间分为两个子时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图２反映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我国全要素绿色

生产率及其成分的动态演变，图３是中国分区域分阶段的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其来源分解 （ｅｎｖｉｒ、

ｉｎｐｕｔ分别代表环境效应和投入效应）。

图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成分的动态演变

图３　中国分区域分阶段的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来源分解

整体上，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所有年份均实现正增长，增长率浮动后逐步稳定。技术进步是

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而效率呈现持续恶化现象。对于要素效应，除２００５年以外，其他年

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均为环境效应，投入效应仅产生了微弱的促进作用甚至抑制作

用。从时间维度来看，“十五”前期，我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稳定增长，然而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增长率

却明显下降，到２００５年增长率最低为０．００３　５。２００５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提升，到２００７
年增长率达到最大０．０４８　３，但２００８年生产率增长速度却明显放缓。２０１０年之后，我国全要素绿

色生产率增长趋势稳定。我国自２００３年后经济发展动力强劲，步入新一轮的上升期，但全要素绿

色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逐渐减缓，主要是由于该时期虽然经济发展总量增加，但同时中国采掘业、
石油和金属化工等重工业行业急剧膨胀，导致污染排放大幅增加［４２］。环保部发布的环境公报显示，

２００５年全国ＳＯ２ 排放总量高达２　５４９万吨，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２７％，居世界第一位。污染物的大量

排放导致环境效 应 表 现 不 佳，从 图１中 也 可 看 出 研 究 期 间 只 有２００５年 的 环 境 效 应 为 负。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著提升，研究发现该时期 污 染排 放生产率明 显上升，环境效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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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主要推动力。２００７年我国ＧＤＰ同比增长１１．４％，同时ＣＯＤ和ＳＯ２ 排放量实现大幅下降，从

而推动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速的加快。但２００８年后，虽然ＣＯＤ和ＳＯ２ 继续下降，但生产率增速却

开始逐渐下降，可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受到一定冲击，这与匡远凤等［４３］、王兵等［４４］

的结论相同。
分阶段来看，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的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０２９　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间达到

０．０３４　７。从图３可以看出，全要素绿色生产率显著提升主要源于环境效应的增强。我国自２００５年

起刮起了一场环保风暴，首先国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投

资，另一方面淘汰了一批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其次开展一系列环保整治专项行动，环保部叫停

了３０多个总投资达一千多亿但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在建项目。２００６年 “十一五”规划将防治污

染作为重中之重，确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国务院发布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再加上 “十七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和 “两型”社会建设的助推。“十二五”
规划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对我国绿色发展绩效产生一定

的促进作用。而后 “十八大”将 “四位一体”拓展至 “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意

志的战略高度，这必将对我国未来绿色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三）各省绿色发展战略选择

对各省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进行评估，能够为制定区域绿色发展战略提供合理有效的依据。
图４以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率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点①，得到中国３０个省份绿色发

展绩效散布图。本文将处于第一象限满足ＧＥＩ∈ （０．５０７　５，１］且ＭＧＥＩ∈ （０．０３２　４，０．０９］的省份

定义为绿色高水平且快发展地区，将处于第二象限满足ＧＥＩ∈ （０．５０７　５，１］且ＭＧＥＩ∈ （－０．０２，

０．０３２　４］的省份定 义 为 绿 色 高 水 平 而 慢 发 展 地 区，将 处 于 第 三 象 限 满 足ＧＥＩ∈ （０，０．５０７　５］且

ＭＧＥＩ∈ （－０．０２，０．０３２　４］的省份定义为绿色低水平且慢发展地区，将处于第四象限满足ＧＥＩ∈
（０，０．５０７　５］且ＭＧＥＩ∈ （０．０３２　４，０．０９］的省份定义为绿色低水平而快发展地区。

图４　中国３０个省份绿色发展绩效散布图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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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原因：中位数可以避免受到偏大或偏小数值的影响，用它来代表一般水平比平均数更加适合。



绿色高水 平 且 快 发 展 地 区：包 括 北 京、上 海、天 津、江 苏、海 南、浙 江、黑 龙 江、山 东、辽

宁、吉林和重庆。
绿色高水平而慢发展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安徽和四川。
绿色低水平且慢发展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云南、广西、陕西、山西、

河南、河北和内蒙古。
绿色低水平而快发展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和贵州。
本文发现，绿色高水平且快发展地区中有９个省市属于东部地区，再次印证了东部绿色发展水平

和能力的先进性，在今后发展中这些地区需保持绿色发展稳定型战略。绿色高水平而慢发展地区的绿

色发展水平较优，但其增长率低于一般水平，不具备绿色发展之潜力，面临着被其他省份赶超的风

险，因此这些地区应实行绿色发展防御型战略。属于绿色低水平而快发展地区的湖南、湖北和贵州，
尽管目前在所有省份间的位势较低，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适用于绿色发展追赶型战略。绿色低

水平且慢发展地区均为中、西部省份，其全要素绿色效率和生产率均低于一般水平，说明这些地区不

仅绿色发展水平落后，增长动力仍不足。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经济增长需求十分迫切，在

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投入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因此在绿色发展战略选择时，这些地区应注重经济增长

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性，争取 “经济”与 “环境”一把抓，全面实施绿色发展增长型战略。以上分析说

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绿色发展水平和增长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

此在未来发展中，制定区域化的绿色发展战略和环境管制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五、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部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考虑经验

研究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以下变 量： （１）经 济 发 展 水 平：用 不 变 价 格 的 人 均ＧＲＰ的 对 数 （ｌｎ－
ｐｇｒｐ）表示，并加入平方项 （ｌｎｐｇｒｐ２）进一步考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２）结构因素：产业结构

采用第二产业占ＧＲＰ的比重 （ｉｎｄｕ），能源结构用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ｅｎｅｒｇｙ）表

示；（３）对外开放：包括贸易依存度 （ｔｒａｄｅ）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分别用实际进出口总额和

外商直接投资占ＧＲＰ的比重表示，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检验是否存在 “污染天堂”假说； （４）
技术进步：用授权专利数的对数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表示；（５）政府规制：用排污费占ＧＲＰ的比重 （ｆｅｅ）
表示；（６）地区特征：选取人口密度 （ｐｏｐ）代表。以上数据均源于历年 《中国环境年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等。
根据前部分的计算结果可知，全要素绿色效率取值具有明显的截断特征，因此采用Ｔｏｂｉｔ回归

进行估计。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则采用 面板 数 据回 归①，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发现结果显著拒绝

原假设，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如表４所示，模型１是全要素绿色效率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模型２
是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进一步对三大地区进行回归分析。

从各变量估计系数看，模型１中ｌｎｐｇｄｐ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而模型２
中ｌｎｐｇｄｐ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

在倒 “Ｕ”型关系，显然模型１和２均无法说明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这与吴建新等［４７］的结

论一致。全要素绿色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倒 “Ｕ”型曲线说明，经济发展初期全要素绿色效率有效提

升，但在超过转折点之后环境绩效可能会开始下降。因此必须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掉入下

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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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运用累积生产率指标，来克服生产率在０附近变化较小造成的计量不显著问题。



表４　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１ 东部 中部 西部 模型２ 东部 中部 西部

ＧＥＩ　 ＧＥＩ　 ＧＥＩ　 ＧＥＩ　 ｌｎＭＧＥＩ　 ｌｎＭＧＥＩ　 ｌｎＭＧＥＩ　 ｌｎＭＧＥＩ
ｌｎｐｇｒｐ 　０．６８６＊＊ －０．５２３　 ０．１２５　 ０．２２７ －０．３６６ －２．１２１＊＊＊ －０．８５２ 　１．８６８＊＊＊

（０．２９０） （１．４２７） （０．４１５） （０．５１４） （０．２２９） （０．５７０） （０．６３２） （０．４０８）

ｌｎｐｇｒｐ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３）

ｆｄｉ　 ２．８２５＊＊＊ １．３７６＊ －２．７９２＊＊＊ ３．２０４＊＊＊ ０．１２３　 ０．５９４　 １．７１０　 ０．４０６
（０．８３２） （０．７８６） （０．５２１） （１．０９０） （０．３９２） （０．４０７） （１．１１９） （１．１３４）

ｔｒａｄｅ　 ０．３９７＊＊＊ ０．３１３＊＊＊ １．０２５＊＊＊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７＊＊＊ ０．４１９　 ０．４９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３２０）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３１８） （０．２２９）

ｉｎｄ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ｅｎｅｒｇｙ －０．００８ －０．６３６＊＊ －０．１８１＊＊＊ －０．０５８ －０．２３４＊＊＊ －０．５７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７） （０．２６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９）

ｐａｔｅｎｔ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ｆｅｅ －３８．９８７ －８９．５４６ －３６．６２２＊ －７２．２４０＊＊＊ ２６．８４１　 １４１．１２６　 ３４．０４０＊＊ －６５．２３１＊

（３６．５９２） （８９．７３６） （２０．５６９） （１５．７１９） （１７．９９６） （８８．４９５） （１６．４９７） （３７．０５１）

ｐｏ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２．６２３＊ ４．２７６　 ０．３１３ －０．４６０　 ０．９４５　 ９．７６８＊＊＊ ３．４１５ －９．２４９＊＊＊

（１．３５０） （７．１６９） （１．９５６） （２．３７６） （１．０７２） （２．７６２） （２．９４０） （１．８９２）

ｓｉｇｍａ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３＊＊＊ Ｃｈｉ２＝７７．５ Ｃｈｉ２＝４３．８ Ｃｈｉ２＝４８．７ Ｃｈｉ２＝７７．３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Ｐｒｏｂ．＝０．００ Ｐｒｏｂ．＝０．００ Ｐｒｏｂ．＝０．００ Ｐｒｏｂ．＝０．００
Ｎ　 ４８０　 １７６　 １２８　 １７６　 ４５０　 １６５　 １２０　 １６５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绿色效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资利用得当，对全要素绿色效率

存在显著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结果均不支持 “污染天

堂”假说。涂正革［１６］认为ＦＤＩ会导致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转移，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负效应，也

有部分学者提出相 反 观 点，如 黄 永 春 等［４８］。模 型１和２中，贸 易 依 存 度 的 回 归 系 数 均 显 著 为 正，
说明贸易依存度获得对外开放的益处，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

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全要素绿色效率与全要素绿色

生产率将下降。工业发展对环境的负效应大于对经济发展规模的正效应，因此全面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仍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能源结构对全要素绿色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

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将其转化为提升环境绩效的

重要动力。
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绿色效率具有显著正影响，技术进步能够促进大量清洁技术和污染控制技术

的应用，从而提升全要素绿色效率。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技术进步只有

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曾贤刚［６］认为目前相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国内的自主研发力度弱

且实用性小，因此用授权专利数衡量技术进步存在明显不足之处。本文选取排污费代表环境规制，
发现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绿色效率和生产率增长均没有显著影响。分地区发现，排污费对中、西部地

区的影响显著，能够促进中部而抑制西部的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增长。这可能是

由于西部经济基础较为落后，因此排污费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对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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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提高产生一定的集聚效应和 规 模效 应，从而能够提升生活水平、教育程 度 和 环 境 意

识，另一方面又会增大生态环境压力。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全要素绿色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对全

要素绿色生产率系数虽显著为正，但促进作用很小，说明人口密度增大带来的正负效应相抵消。分

地区发现，人口密度对中部地区有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人口密度提升给中部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Ｄ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方法，从强度角度测算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０个地区的全

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更合 理 地 反 映 了 我 国 经 济 绿 色 发 展 水 平 和 潜 力。解 析 来 源 成

分，不仅能够清楚地了解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还可以探究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原因，从而为提高

全要素绿色效率和生产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最后，对影响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

率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间我国全要素绿色效率平均值为０．５７６　１，与前沿面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投入效

应以６９．０６％的贡献度占主导地位。其次，中国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０．０３２　２，技术进步弥

补了效率恶化的负效应，是绿色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来源。从要素来看，环境效应是促进全要素绿色

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第三，我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和潜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环境效应是导

致差异性主要原因。本文也分析了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均不

支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具有正的作

用，因此也不存在 “污染天堂”；在其他影响因素层面，贸易依存度和产业结构等对全要素绿色效

率和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有显著影响，而排污费对两者均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隐含的政策建议如下：

１．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投入效应是我国全要素绿 色 效 率的 主要 组 成部分，环境效应较低。因

此，绿色发展要想取得新突破，必须着重提升环境效应。重拳环境治理首先要实施节能改造，促进

能源结构升级。这就要求加快整顿或淘汰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高耗能行业，大力扶持风 能、太 阳

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其次，注重产业升级，鼓励高新技术、新材料制造产业的发展；
推行节能环保产业，通过延伸产业链、引进新项目及提高附加值，将其培育成经济发展的 重 要 支

柱，实现循环经济。还要全面重视减排治污，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结构减排放在首要位置，
严格总量指标前置审核制度，从源头上减排；加快重点治污工程、烟气脱硫脱硝及污染处理设施的

建设，同时注重治理监管，提高治污效率。

２．加快促进技术进步。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来源。政府首先

可以通过融资支持、税收减免、节能奖励等方法鼓励企业引进、使用先进的减排治污技术和高效的

节能设备，其次要加大科技投入和专项资金的资助，采取补助、奖励、贴息等方式有重点地支持新

技术的自主研发。而效率恶化对生产率增长产生负效应，因此在技术进步的驱动模式下，应该进一

步加强效率改善来提升绿色发展绩效。通过科技人才的派遣和交流、搭建技术和资金的 “双通道”
机制，加快先进技术的扩散、吸收和应用推广。

３．实行差异化绿色发展战略。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

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经济发展情况也大相径庭。研究发现，三大地区不仅在绿色发展水平和

增长能力上存在差异，来源成分方面也不尽相同。因此，政府需要考虑地区的异质性，结合地区自

身实际，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绿色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应保持绿色发展的稳定性，而较为 落 后 的

中、西部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政策、技术及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从而提升其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

保护能力，最终缩小与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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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优化环境管制政策。环境管制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 手 段，但本文发现排污费政策对环境

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对现有的排污费政策进行改革以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能

力。首先，优化排污费征收环境，严格执行排污费征收 标 准，加 大 执 法 力 度，加 强 监 督 管 理。其

次，为了奖优罚劣，政府应该合理调整差别化排污费征收政策，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本文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下，构造并分解全要素绿色效率和全要素绿色

生产率是相对有效的，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如没有考虑其他污染物，影响因素指标选取等，这也将

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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